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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
多样性形态与一体化走向

施 劲 松

摘 要: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构成一个文化单元,其中又可以
分为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云贵高原三个文化区,不同区域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
存在着共性与差异。复杂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众多的族群、多线索的区域沟通,以
及对青铜制造技术的不同选择与运用,生成了西南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各地青铜文
化先后发展到高峰后,开始与中原文化融合。中国史前文化的 “重瓣花朵”结构所
形成的恒久的向心力、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多种开发和治理方式、铁器和冶
铁技术的普及、农业经济的发展、汉字的传入与使用,这些关键因素共同促成西南
地区复杂多样的青铜文化走向一体。

关键词:西南青铜文化 文化多样性 一体化

作者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101)。

中国幅员辽阔,在这个广袤的范围内有不同的地理单元。因环境不同,在各地

理单元内产生、发展出不同的区域文化。早在万年以前,因为环境和气候的差异,
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就分别产生了粟作和稻作农业,农业带来人群的定居和文化的发

展,“北粟南稻”的农业格局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此后,各区域的文化形成鲜明

的特色,社会出现分化,文明元素在各地萌生。大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西辽河流

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火花。各区域的文化彼此互动交流,逐渐形

成 “早期中华文化圈”。① 从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开始出现。大约3750年

前,在中原的核心地区出现了二里头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出现了体现 “择中立

宫”规划理念的大型都邑,出土了成组的青铜容器和玉器。二里头文化代表着中国

青铜时代的开端,二里头文化的礼仪制度和文化思想广泛影响到其他地区,促进了

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华文明从此进入中原文化引领的新阶段。二里头文化也因

此被称为 “一体的王朝文明”,② 在从二里头至秦汉时期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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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原以外的区域文化不断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宏大且多条线索交织的进程,不同区域的

进程各不相同。只有对所有区域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丰富文明发展进程的细

节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并形成相关的理论认识。本文将从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

文化来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选择西南地区进行考察,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西南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从公元前2千纪到秦汉时期,在整个中

国青铜时代,西南地区的青铜器具有某些突出共性,这使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在整

体上构成一个明显的文化单元。第二,西南是距中原较远的区域,西南地区的青铜

文化也最为复杂多样、异彩纷呈,正是在青铜时代,西南各区域的文化发展到高峰,
随后开始一体化。因而,考察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历史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认识。本文以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为依据阐述文化多样性生成的原

因,并力图找到实现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一、中国青铜时代的西南

考察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首先需要认识这些青铜文化存在的时空背景,选择

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铜器遗存,其年代可早至公元前5千纪开始的仰韶文化时期,

这包括非常零星的黄铜、红铜、青铜器残片及炼渣等。直至公元前18世纪的二里头

文化,青铜器才开始大量出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有容器、兵器、工具、铜铃、
牌饰等。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南的围垣区发现面积约1.5万—2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
出土大量铸铜遗存。①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考虑到二里头铸铜手工

业的规模、技术和此后成为青铜礼器核心的青铜容器,以及二里头青铜器对其他地

区的影响,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商代后,中国的青铜

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以高超的技术创造出大量绚丽的青铜器,
在商文化的影响下,中原以外的广阔区域,包括长江流域的很多地区都进入了青铜

时代,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中国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形成一

个高峰,到了秦汉时期,在很多地区青铜器的重要性开始显著降低。与青铜器的衰

落相关联的是铁器的出现与普及。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黄河

流域就出现了人工冶铁,至公元前3世纪时,铁器已在全国很多地区普及。铁器、
漆器等新兴器物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青铜器。但全国各区域的文化、社会的发展具

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仅就西南地区而言,四川盆地在相当于商代晚期时出现了发达

的青铜文化,但在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才发展到高峰。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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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解中国的青铜时代,需要对近2000年的时段进行整体把握,对于西南地区的

青铜文化,也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认识。
理解中国的青铜时代及各地的青铜文化,青铜器是关键。青铜器集中体现了青

铜时代的技术和文化成就,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因而最能代表文明的发展水平。
在中国,除兵器和工具等实用器具外,青铜器更被作为礼仪和祭祀用具。青铜器集

合了贵重资源与复杂技术,成为拥有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占有青铜器的人掌握了

沟通天地的手段和统治社会的权力。尽管如此,不同地区的青铜器的具体内涵、功

能,以及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这一点又导致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

景在整体中包容着差异。
笔者曾依据青铜器,将中国的青铜文化分为四大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中原,最

重要的青铜器是礼器;第二个区域为长城沿线的北方地区,青铜器主要是实用的兵

器和工具;第三个区域为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最有特色的青铜器为铙、钟、鼓、
磬等乐器;第四个区域即为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青铜器是象征性、写实性、表现

场景的器物,这类青铜器集中发现于四川和云南。① 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我们

可以将这一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
中原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器类、功能,都以二里头文化为开端。从二里头文

化时期到商代,青铜器的生产主要由王朝控制,以青铜器为核心的贵重物的生产和

流通,构成了早期国家的经济主干,支持了社会等级制的形成和运行。② 青铜器形

成固定组合,铸刻铭文,主要用于典礼、祭祀、丧葬等。公元前5世纪之后,青铜

器开始逐渐转变为生活实用器而不再用于支持等级制,但中原青铜器蕴含的观念对

其他区域和后世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城沿线的北方地区主要是从内蒙古东南部到甘肃一带,地貌多为山地、草原、

沙漠、高原。这里历来就是一条地理、经济形态和文化的分界线。在燕山以北,大

约公元前2000—前14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铜斧、杖首、耳环、指环等。
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遗址,出土了最早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兵器、工

具、容器和装饰品。③ 此后兵器、工具、生活用器、装饰品、车马器等大量出现。
北方地区的青铜器也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但更多是实用器,铜器的生产、使用与

游牧生活相适应,同时也受中原和欧亚草原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广阔的区域、流

动的人群、活跃的文化交流,使北方地区的青铜器更多具有实用性,人们难以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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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观念赋予到铜器中,并将铜器的使用规范化和程式化。
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最早的青铜器可能出现在商代中期。南方地区除出土

与中原相同的器类外,还有丰富的乐器,这一特点非常鲜明。在江西新干一座相当

于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了3件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青铜铙。① 更多的各种类型

的铜铙出自湘江流域、赣江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至迟在西周早期,出现了铜钟,
钟在南方的分布范围基本与铙相同。南方地区还有商周时期的铜镈、鼓、磬,尽管

数量不多,但这类乐器不见于其他区域。南方的乐器多零散出土,绝大多数不用于

随葬。
西南地区最早的成批青铜器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8个祭祀器物坑。② 这批铜

器的主体是象征特定对象或表现祭祀活动场景的器物。前一类包括青铜神树、太阳

形器、眼形器、鸟等,后一类有神坛,顶尊人像,执璋人像和各类站立、跪坐的人

像等,这些铜器体现了太阳崇拜这一原始信仰。同类铜器也见于成都的金沙遗址。③

具有象征性和表现场景的铜器在西南地区还有大量发现。一个区域是四川盐源盆地,
盐源从商周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大批铜器,其中就有铜车马模型、铜人,以及人

形和动物形的杖首、枝形器等。④ 另一个区域是云南,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
世纪的滇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上万件青铜器,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以写实的器形、
立雕、纹饰来表现场景的器物,场景几乎涉及当时人们的各种主要活动:战争、生

产、狩猎、祭祀、纳贡、结盟,等等。这些铜器虽然出自墓葬,数量多寡可以指示

墓葬等级,但并没有固定组合,自由、写实的风格和对场景的生动描绘,使得这类

铜器缺乏中原青铜礼器的含义。
以上四个区域的铜器是就其主体或突出特征而言,各区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

相反,因为相互交流和影响,各区域的青铜器有很多共性。比如,中原的青铜礼器

在各区域普遍存在;北方和西南地区,存在风格相近甚至相同的青铜兵器、工具、
装饰品。而在一个大区域内,青铜器的面貌与风格也具有多样性,即使是本地生产

的铜器也是如此。本文将要进一步讨论的西南地区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就充满了

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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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考察西南的青铜文化,除着眼于上述青铜器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20
世纪80年代,童恩正提出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理论,认为在从我国东北至西南

的半月形高地上,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铜器时代,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共同

的文化元素,其中就有风格相同的青铜器,如动物形纹饰、人形茎铜剑、曲茎铜剑、
曲刃铜矛、铜罍等,此外还有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以及球

形石器、穿孔石器、半月形石刀、石范、双耳陶罐、双联陶罐等。半月形文化传播

带的形成,是因为这个地带内的生态环境相似,地貌、太阳辐射、气温、植物生长

期、降水量、湿润度、植被与土壤等具有一致性;同时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即不

同经济类型的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使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只能在这个从北到南

的地带内活动、迁徙。① 这个理论如今得到大量考古新发现的验证、充实,围绕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认识,更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潜能。半月形文

化传播带正经过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两个区域的青铜文化因而具有相似性。四川

盆地不在半月形地带上,但考古资料表明,成都平原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

代都深受这个传播带的影响,三星堆和金沙这样的重要遗址,就位于半月形地带的

边缘。

二、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多元文化

西南可以被视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文化单元,但具体到其内部,情况却很复

杂,我们至少可以将之分为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云贵高原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内

又有若干文化区。

(一)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是西南地区最接近中原文化区的区域。在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大约

为公元前13世纪至前8世纪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是西南地区最发达、最重要的青

铜文化,其中心在广汉三星堆,在那里发现了格局复杂的城址,城内有人工修筑的

大型台地、建筑、作坊、器物坑等。次中心是成都金沙,它曾与三星堆城并存过,
但延续时间更长。在金沙也有大型建筑、居址、墓地和作坊。两个遗址都有祭祀区,
出土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这些遗物分为三大类,即

以青铜神树、金太阳神鸟为代表的象征性器物,以青铜神坛和人像为代表的表现祭

祀场景的器物,以青铜容器、象牙、海贝等为主的祭祀用器。这些类别和面貌独特

的遗物,集中反映了三星堆—金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即太阳崇拜以及因这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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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神权。考古材料显示,当时的社会已呈现出早期国家的形态。三星堆和金

沙的考古发现还表明,成都平原汇聚了来自四方的包括资源、技术、观念在内的大

量文化元素,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成都平原地处文

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地可能存在一个观测天象、沟通自然、
获取神秘力量的神性中心。进入东周后,成都平原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三星堆和

金沙的中心城邑、祭祀区都不复存在,大型墓地和墓葬大量出现,如成都青白江的

双元村墓地①、成都商业街船棺墓②、新都马家墓③等。东周时期的墓葬有土坑墓、
船棺墓、木椁墓等。青铜器都是随葬品,有两类。第一类是四川当地的器物,有釜、
甑、鍪等容器,戈、矛、钺、剑等兵器,斧、刀、凿等工具,印章等杂器。容器形

制简单,大多没有纹饰,兵器和印章上多有 “巴蜀符号”。第二类为具有域外风格的

铜器,有鼎、甗、敦、豆、壶、簠、缶、罍、鉴、匜等,形制复杂,纹饰多样,有

的甚为精美。这类铜器的器形、纹饰,所运用的镶嵌、线刻工艺和失蜡铸造法,甚

至部分铜器本身,来源于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变革可能由于两方

面的原因:一是三星堆—金沙时期的太阳崇拜信仰不复存在,统治社会的神权瓦解;
二是长江中下游的人群大量迁入。上述墓地表明,东周时期成都平原上族群林立,
各种世俗和军事势力并存。墓葬、青铜器组合虽存在明显等级差异,但未形成规范,
由此可见当时的成都平原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权。

东周时期的墓葬在盆地东部直至峡江地区都有发现,最重要的有宣汉罗家坝④

和涪陵小田溪墓地⑤。这两处墓地所在的嘉陵江、渠江流域和乌江下游在东周时期

是巴人的分布区。罗家坝墓地被认为是巴国賨人的遗存,墓地出土的铜器与成都平

原东周墓随葬铜器相一致。罗家坝是联系中原、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的时间、空间

上的重要节点,其墓葬文化代表了四川盆地东周时期文化变化的开端。小田溪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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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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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船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3
年第2期。
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参见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

6期。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编著:《宣汉罗家
坝》,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参见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

5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
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6—196页;重庆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等:《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
考古报告集 (2002卷)》(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9—1375页;重庆市
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被认为是巴国先王陵墓所在地,其中出现了明显的秦文化元素。这些墓地不仅揭示

出东周时期四川盆地东部的文化面貌、格局和社会样貌,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四川地

区青铜文化的演进形成更具整体性的认识。
总体而言,东周时四川盆地内的墓葬及出土遗物大体相同,青铜文化已基本一

致,这一文化可统称为巴蜀文化。

(二)川西高原

川西高原是一个广阔的区域,各种考古学文化分布广泛。这个区域的青铜时代

大体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战国,① 但到东汉时仍存在大量青铜器。这个区域的地理环

境复杂,自然条件差异大,农业、畜牧业、采集、狩猎等多种生业方式并存。考古

材料表明,区域内族群多,人群流动性大。据 《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华阳

国志》等文献记载,这一区域内有夷系、氐系、羌系族群,但目前还难以将各地的

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具体族属相对应。以上都导致了区域内的文化复杂多样。但川

西高原青铜时代的文化也有共同点,最重要的就是石棺葬。石棺墓在岷江上游分布

最集中,茂县、汶川、理县境内都有多个墓地,在青衣江上游甚至在青藏高原东部

和金沙江中下游都有发现。各地石棺墓的形制、特点又有差异,但都用石棺,墓中

多出土双耳陶器,青铜器主要有武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在这些石棺墓中,最重

要、最具代表性的是茂县牟托的1号石棺墓及3个器物坑,共出土遗物250件,青

铜器有鼎、罍、盏、敦、钟、戈、剑、牌饰,另有铜铁合制器、玉石器、陶器、竹

木器等。② 这是川西高原随葬品最丰富、规格最高的石棺墓,内含石棺葬文化、中

原文化、巴蜀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集中体现了川西高原青铜时代复杂的文化面貌

和活跃的区域交流。
从川西高原往南,川西南盐源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独特性。在盐源的老

龙头墓地出土大量墓葬和大批青铜器。截至目前,已发现墓葬1800多座,年代推测

最早可到商代晚期,延续至西汉,可能是笮人的遗存。大中型墓有木质葬具或石棺,
墓口用巨石覆盖,少数墓内随葬马或在附近设马坑,小型墓普遍有棺痕。墓葬随葬

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玻璃器、陶器、石器、骨器等。最具特色的青铜器有釜、
鼓、钟、铃、俎、案、杖、树形器、车马模型、纺织工具,种类和数量最多的是戈、
矛、刀、剑、钺、斧、凿,以及镯、带饰、泡饰、动物形饰片和马具。铁器主要是

矛、剑。这些考古发现中,铜树形器等具有鲜明的当地特点,但也可见很多外来文

化元素,比如遗物中的铜车马、带銎铜器、靴形铜钺、铜鼓、金器、玻璃器、玛瑙、

·151·

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形态与一体化走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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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246页。
参见茂县羌族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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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贝等,尽管数量不多,但有很强的指示性。树形器、杖、车马模型、带銎铜器、
金器以及随葬马的习俗等,显示出与北方的交流;铜鼓、靴形钺等则与云南地区的

青铜文化相关,叠葬的习俗在云南也有发现。这些都表明盐源盆地对外交流广泛,
文化明显具有多元性。但上述文化元素并不见于四川盆地,盐源盆地的青铜文化显

然与川西高原的关系更为密切。盐源考古材料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汉初年,
在盐源还有生产铜器的迹象,这些都意味着这个地区的青铜文化存在了很长时间,
而不只是单纯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留下的一时的遗存。

(三)云贵高原

云贵高原同样是一个广阔区域,青铜文化更为复杂多样,学者们曾进行过不同

的区系划分,比如杨勇将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分为黔西北、黔西南、昭鲁盆地、
滇池地区、滇东高原、滇西高原、滇西横断山区、滇东南八个区域。①

从考古发现看,滇西北最早出现青铜器。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了云贵高原年

代最早的小件铜工具和石范,还有大规模的滨水木构干栏式建筑群,以及稻、粟、
麦等指示区域交流的农作物遗存。海门口是滇西北的一个重要聚落,青铜时代遗存

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距今3800—2500年。② 在海门口还有二次捡骨分层丛葬的葬

俗。③ 在剑川鳌凤山发现战国至西汉的墓葬,出土铜器、陶器、玉石器等。④ 滇西

北也是石棺墓和大石墓的分布区。滇西北应是云贵高原最早接触北方文化元素的区

域,石棺葬、铜器、麦等当来自川西高原。
再略向南的滇西,分布着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楚雄万家坝墓地有复合木棺和独木

棺,随葬丰富的铜器、陶器、玉石器等,铜器有兵器、工具、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

品,包括5件被认为年代最早的铜鼓。⑤ 在祥云大波那出土一座木椁墓,椁内的葬具

为房屋形铜棺。⑥ 此两地的墓葬年代有学者认为相当于周代,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西

汉。⑦ 保山昌宁发现东周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其中的坟岭岗墓地为土坑墓,⑧ 大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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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勇: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第23页。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县海
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剑川县文旅局:《云南剑川县海
门口遗址2017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5期。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参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参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 《考古》1964年第

12期。
参见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07、208、221、222页。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昌宁坟岭岗青铜时代墓地》,《文物》2005年第8期。



山墓地有土坑墓和土洞墓,① 两地墓葬皆随葬大量铜器,以及陶器、石器、铜铁合

制器、铁器等。坟岭岗的铜装饰品,大甸山的铜盒、钺、弯刀等,都独具特色。这

个区域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万家坝、大波那、昌宁的墓葬就各不相同,显然属于

不同的族属。从文化交流看,宾川②、祥云③、弥渡④等地仍有石棺葬,出土与盐

源盆地相近的铜杖头,显示出与川西高原的联系。但再往西、往南到保山一带,这

种关联性明显减弱,出现土洞墓、铜弯刀等当地文化的新特点。
云贵高原以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最发达、面貌最独特,被称为石寨山文化,因

其族属可以明确为滇人,故也称滇文化,重要考古发现有晋宁石寨山墓地⑤、江川

李家山墓地⑥、昆明羊甫头墓地⑦等。滇文化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墓有木质

葬具,年代大多为战国至西汉。近年在晋宁的河泊所发现青铜时代的遗址,出土两

汉时期的建筑、道路、灰坑、水井、墓葬等,⑧ 河泊所应是滇文化的一个中心。滇

文化的青铜器种类极为丰富,有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礼仪类器物、乐器、装饰

品、马具。表现场景的青铜器最具特色,以贮贝器为例,盖上的立雕场景有祭祀、
战争、播种、纺织、纳贡、骑马等。其中一件表现祭祀或 “盟誓”的贮贝器,盖上

保存的人物形象多达127个。再如扣饰,表现了乐舞、斗牛、缚牛、狩猎、掳掠、
祭祀等生动的人物活动。写实的人物形象还有执伞俑、乐舞俑和人物屋宇模型,杖

首、兵器、工具、鼓、贮贝器、盒、桶、案、枕、扣饰等普遍雕刻有马、牛、鹿、
虎等动物形象。

在云南高原,滇池地区是面积最大的一个盆地,地势平坦,生态环境较好,利

·351·

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形态与一体化走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山市博物馆、昌宁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昌宁县大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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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
二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
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



于古代人群的定居和文化的发展。滇池地区是西南又一个文化交流带和人群迁徙路

线的交汇点,北方地区的文化经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汇聚到滇池地区,长江中游的文

化元素也从东向西流传到这里。这些因素使得滇池地区的文化兴盛,地域特色鲜明。
从考古发现看,滇池地区在战国至汉代以农业为主,社会等级分化显著,形成了一

个明显不同于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另一类早期国家。滇池地区因而成为西南青铜时代

的又一个区域文明中心。
滇东的青铜文化应为滇文化的一个类型。但曲靖八塔台和横大路墓地①存在一

种不同于滇池地区的特别葬俗,即墓葬层层叠压,最后形成一个高大的土堆,一座

土堆内的墓葬可达数百座。在曲靖师宗大园子发掘出400余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

的墓葬,墓地亦为大型土堆状,随葬铜器具有地方特色,存在 “毁器”习俗,推测

与漏卧有关。② 在陆良薛官堡有战国至东汉初的土坑墓,葬俗与八塔台等不同,推

测墓主人为 “靡莫”的一支。③

滇南也有青铜时代遗存。元江打篙陡东周时期的土坑墓出土铜器、陶器和玉石

器,④ 铜器以兵器为主,包括刃部不对称的钺,也有扣饰和杖首。个旧石榴坝战国

时期的土坑墓出土铜兵器、工具,以及陶器、玉石器。⑤ 个旧黑蚂井两汉时期的土

坑墓多有木质葬具,随葬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等,⑥ 铜容器与岭南

汉墓中的同类器相近,显现出滇南与岭南青铜文化的联系。
黔西北最重要的遗存是赫章可乐的300多座战国至西汉的墓葬,有汉式墓和土

著墓两大类,出土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漆器、木器、纺织品等。⑦ 汉式墓

主要是土坑墓,也有少数砖室墓,有的墓有墓道和棺椁,随葬铜镜、铜钱、带钩、
印章、铁器等汉式器物。土著墓最奇特的葬俗是 “套头葬”,即用铜釜、鼓等套于死

者头部,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茎首为镂孔牌形的铜剑或铜柄铁剑。从墓地墓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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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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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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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元江县洼垤打篙陡青铜时代墓地》,《文物》1992年
第7期。
参见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个旧市群众艺术馆:《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
《考古》1992年第2期。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编著:
《个旧市黑蚂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参见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 《赫章可乐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86年第2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8年。



多,延续时间长可推测,可乐应是西南古代族群的一个重要定居点。目前学术界一

般认为可乐墓地可能为夜郎的遗存。土著墓中有铜鍪和柳叶形剑等巴蜀式器物,这

应是受到了相邻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墓中的铜鼓又显示出当地文化与云南青铜文化

的交流。可乐出现典型的汉墓和汉式器物,则表明这里是云贵高原接受中原文化的

前沿。在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发现铜兵器、工具和石范,① 推测该地有战国至西

汉时期的铸铜遗址。
总之,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复杂多样,但也具有共性。一是年代普遍较晚,除

滇西北外,其他区域的青铜文化年代大多为东周至两汉。二是遗存以墓葬最多,且

类别多样,有土坑墓、土洞墓、大石墓、石棺墓、木椁墓、铜棺墓等,还有叠葬、
套头葬。随葬品类别和数量丰富,大都以青铜器为主。目前除晋宁河泊所外,很少

发现城邑、中心聚落、大型建筑。滇池地区可能出现了早期国家,其他地区呈现出

族群分散、社会结构简单的状态。三是各地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和装饰品。
这些青铜器是贵重物,其种类、数量体现出墓葬的等级,但并未形成规范的器用制

度,也少见礼器类的青铜容器。显然青铜器并未被赋予过多的观念性内容。除实用

器具外,青铜还被用来制作成人物、动物形象,表现人物活动场景,甚至制作成铜

棺或套头葬具。青铜器的写实风格非常突出,立雕的人物、动物形象,以及铜器上

的动物纹、几何纹等,都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身边的事物。云贵高原青

铜文化的上述特点,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的青铜文化各有相似之处。

三、西南青铜文化多样性的生成

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其他区域相比具有鲜明特点,其内部又具有多样性,这

些鲜明特点和多样性的生成具有多重原因。
第一,西南是中国地理和生态环境最复杂的区域,地域广阔,地貌多样,分布

着平原、盆地、丘陵、高原、山地。在不同的地理单元中,又以山川分隔出无数小

区域,各区域相对独立甚至封闭,地貌、气候等存在巨大差异,这从根本上导致了

西南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各区域就产生了复杂多样的文化,如

四川盆地的桂圆桥文化、边堆山文化、宝墩文化等,川西高原的营盘山文化、石棺

葬文化,云贵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更是类型众多,② 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是后续各区域青铜文化的基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延续到青铜时代及之后。
第二,西南地区有着我国最为多样的族群,这与复杂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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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四川盆地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族群还不能完全明确,东周时期的部族主要是巴

和蜀,蒙文通考证巴蜀区域内还有百多个小诸侯。① 分布在巴蜀之南、之西的,是

众多的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

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

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
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

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② 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青铜

时代的文化,就属于西南夷。
在西南地区丰富的考古材料中,还难以全部确定或对应文献记载的部族,但却

明显可见当时多样的族群。冯汉骥由晋宁石寨山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和图像探

讨族属,根据人物的发式、服饰和活动场景,确定滇族的形象,又从纳贡图景中辨

析出滇以外的7组族属不同的人物,从纺织场景中分辨出7组装束相异的妇女。其

中的大部分男女大致可以归为 “编发”类和 “椎髻”类民族。③
西南夷中有农耕民族,有游牧民族,有半农半牧的民族,各族的生业、习俗、

信仰、社会发展水平相异,从物质遗存上体现出的考古学文化自然不尽相同。
第三,多条族群迁徙通道和文化交流传播带经过西南。一是南北向的交流带。

最重要的即前述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它其实也连通我国西北地区,并可以

一直通往东南亚。在川西高原和云南高原之间,在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

构成的峡谷区,可能存在多条交通路线。二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都存在的东

西向交流通道。其中一条路线是从长江中下游沿长江到成都平原,并一直延伸至川

西高原。通过这一路径,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都深受东方影响,
并经此与中原文化相联系。在川西高原的茂县牟托石棺墓中,就有来自长江中下游

和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云贵高原和南方地区也存在联系,南方的濮系民族在青铜时

代可能就已进入云贵高原。战国时, “滇王”可能就来自楚。按 《史记·西南夷列

传》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
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 (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

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

俗,以长之”。④ 故秦灭诸侯后,唯有滇王作为楚的苗裔得以留存。童恩正认为,以

石寨山古墓为代表的滇文化,就有很多楚的文化元素,比如铜盉、鍪、烹炉、熏炉、
镜等基本可视为输入的楚器;铜器纹饰中祀典的陈设、妇女用的肩舆、馘首祭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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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渡,以及弩、椎髻、制造铜器的失蜡法等,可能都源于楚。① 根据 《史记》等记

载,今珠江水系的南盘江、北盘江等,也是沟通西南与华南的通道。前述个旧黑蚂

井墓地,其中的葬俗、铜器、陶器、珠饰,都与岭南汉墓存在共性,墓主或许是来

自岭南的移民及其后裔,可能的交通路线包括珠江干流、右江水道和红河水道。②

在西南,不同的族群迁徙流动,各种技术、习俗、观念广泛传播,并在各区域

土著化,这使得这个区域的文化面貌复杂多变。
第四,铜的材质和青铜器制作技术,造就了西南地区多样的青铜文化,青铜器

也成为最能体现西南青铜文化丰富性的物质遗存。青铜器制作技术传入西南后,青

铜不仅用来制作实用器具,还用于制作宗教用具和艺术品。由于广泛、活跃的文化

交流,制造青铜器的范铸、焊接、锻打、失蜡法等成型技术,镶嵌、线刻、彩绘等

装饰技术在西南都有运用,多样的技术使得西南青铜器丰富多彩,并具有更强的表

现力。在中国古代,不同文化的青铜器内涵、风格都不相同。三星堆—金沙文化的

青铜器用于太阳崇拜和沟通天地神人,各种神坛、神树、人像、面具、奇异动物等

呈现出神秘的美。云贵高原的部分立雕青铜器铭刻了战争、进贡、祭祀、结盟等重

要活动,无异于部族的纪念碑。更多的青铜器记录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人们

周围的环境与事物,呈现出自然的美。
西南各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从考古材料看,大约在商周时期,成都

平原形成了以三星堆—金沙为中心的早期神权国家。在滇池地区,大约在战国秦汉

时期出现了国家形态的社会。

四、西南青铜文化的一体化

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多元文化在青铜时代发展到高峰,在共同构

成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文化单元后,逐渐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西南各地的青铜时

代的开端不同,各区域文化的一体化的进程和路径也不一致。
四川盆地的一体化进程最早。三星堆—金沙文化大约在春秋早期结束,东周时

期四川盆地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巴文化和蜀文化已基本融为一体,受中原

文化和楚文化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巴蜀文化。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开

始融入中原文化。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多从战国时期开始受到中原文

化越来越深的影响,大多数地区的一体化在两汉时期逐渐完成。罗二虎认为,西南

夷地区文化的变化大概从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开始,进程相当迅速;文化变迁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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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以昆明盆地为中心的滇文化,受汉文化强烈影响后迅速变化并

最终融入汉文化;第二种是因土著居民的迁移等原因而消失,如安宁河流域的大石

墓文化;第三种是在接受汉文化影响后仍保持了当地文化的特点,如青衣江上游的

东汉墓群表现出的汉文化的影响和土著文化风格的保留。① 与四川盆地有所不同,
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两个区域接受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情况更为复杂,一

体化与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治理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从考古材料看,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体化总体上表现为当地文化元素逐渐减

少、消退,中原文化元素不断增多并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一些土著文化元素得以保

留的区域也是如此。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强烈影响,最终在整体上导致文化多样性

减弱甚至消失,文化面貌呈现出一致性。比如包括船棺葬在内的土著墓葬逐渐消失,
石棺葬分布区出现汉式的土坑墓、砖室墓和崖墓,土著的器物被汉式器物代替,带汉

字的器物、钱币、建筑材料等大量出现。这种现象在每一个小区域,在绝大多数遗

址、墓地都明显可见。如何透过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或结果去解释一体化的动因和过

程? 进一步而言,在生成西南地区青铜文化多样性的环境、族群、交流等诸种因素并

未改变的情况下,文化又因何从多元走向一体?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西南地区青铜

文化的历史走向进而理解整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至关重要。
在解释中国 “满天星斗”的格局如何汇聚成内含天下结构且没有中断的中国历

史时,赵汀阳认为各区域文明发展程度相近而在技术上各有所长,它们拥有足够的

发展空间和生存资源,同时,“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使得知

识和文化学习交流的诱惑大于战争的冲动,这有可能是中国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义

基因的一个客观条件”;② 进而他又根据博弈论构想出 “旋涡模型”来解释 “满天星

斗”之后中国的生长方式,“早期中国的四方万民为了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精神

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 ‘旋涡’动力模式,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

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③ “旋涡模型”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 “逐鹿

中原”的结果不是以胜者的文化替代败者的文化,而是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同时汇入

其他族群的文化,从而形成一个多族群共同参与建构、互用互化乃至重组的新文化。
然而西南地区距中原甚远,西南并没有主动进入这个 “旋涡”,但最终西南地区的青

铜文化仍然融入秦汉文化,原因何在? 抛开泛泛而论的中原文化的影响,我们还能

找到哪些促进文化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第一,我们要把西南青铜文化的发展走向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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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格局中来认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严文明认为这是历史长期发展

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国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具有多样性、发

展不平衡性,又相互联系,最终中原文化区发展水平较高并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

心作用,中国史前文化因此形成一个向心结构,如同重瓣的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

心,周围的文化区是花瓣,再外围的其他文化区是第二重花瓣。① 史前文化的这种

分层次的向心结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

根源。如果我们再考察后续的历史,那就可以看到这一重瓣花朵不是静态的,而恰

似在不断开放。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经过夏商周三代,中原文化区的范围扩大,文

化发展水平进一步领先。到秦汉时期,史前时期的第一重花瓣基本上已与花心融为

统一的文化区,在此之外的边疆地区构成了新的一重花瓣。正是如此,向心结构成

为一种恒久的模式。
在西南地区,从东周时期开始,四川盆地的文化已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至秦

汉时,巴蜀地区已不再是边地,原巴蜀疆域以西、以南地区的民族才被称为 “西
南夷”。考古材料表明,从东周开始,巴蜀地区的文化已明显影响到了川西高原和

云贵高原。比如茂县牟托石棺墓的青铜器来自巴蜀和长江中下游,云南昭通水富

的土坑墓可能是蜀人南迁的遗存,赫章可乐墓葬中出土了巴蜀式器物。秦汉时期,
四川地区的中原文化和人群更多地进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四川地区成为中原

文化向外传播的新的前沿。秦汉时期四川地区的对外影响不再是西南内部的区域

交流,而是成为中原对边疆的向心引力。这应是西南地区青铜文化走向一体化的

根源。
第二,秦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开发、管辖和治理。中原王朝对

西南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实行郡县制。《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灭巴蜀后

即先后设置巴郡、蜀郡、汉中郡、黔中郡。学者研究认为,秦时曾设有蜀侯、筰侯、
僰侯等,汉时有滇王、哀牢王、夜郎王、句町王、归义賨义侯、漏卧侯等,等级各

不相同。当这些地区融入中原文化程度较高时,便改行郡县制。② 《史记·西南夷列

传》记载,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
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③ 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1枚 “滇王之

印”的蛇钮金印,由此可确认6号墓的主人就是滇王。在曲靖八塔台二号堆69号墓

出土 “辅汉王印”龟钮铜印。在四川芦山、云南昭通等地,出土当地民族受册封的

印章。郡县制和册封制等行政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理,促使西

南地区的土著文化融入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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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开发治理措施的是大量移民。从秦灭巴蜀到东汉末年,西南地区出现了三

次移民高潮:一是秦灭巴蜀至秦末从秦地和中原向巴蜀地区移民;二是西汉中期开

始的巴蜀地区和中原向西南夷地区移民;三是东汉末年大批移民从中原进入西南地

区。① 在四川的青川、荥经都发现有秦人墓,② 在赫章可乐有与土著墓明显区别的

汉式墓。大规模的移民加速了西南地区文化的一体化进程。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发展交通。西南与其他区域的联系通道早已存在,秦汉时期,

除了沿江通行的水道外,又开通了更便于交通的官道。主要包括巴蜀地区联系北方

关中地区和西南夷地区的通道,以及西南夷地区内部的通道。现在可知的包括秦代

开通的褒斜道、石牛道、阴平道、五尺道,汉代开通的南夷道、西夷道等。官道的

开通以及相关设施、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地区间的联系。
第三,冶铁技术传入西南,从多方面促进了文化面貌和社会的统一。目前所见

西南最早的铁器,应是川西高原牟托石棺墓中的铜柄铁剑,年代可能为春秋晚期或

战国早期,此后川西高原由北向南,开始出现铁制的兵器、工具、容器等。四川盆

地战国秦汉时期的铁器主要有兵器、工具、农具和日用器。云贵高原的铁器可能在

战国晚期出现,至西汉时骤然增加,有大量兵器、工具、农具、容器,明显存在全

铁制品代替铜铁合制器、中原式铁器代替当地器形的过程。
冶铜和冶铁都是一个时代先进的冶金技术,但由于金属性能和制作技术等方面

的差异,两者不仅留下了不一样的物质遗存,更为西南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带来了

截然不同的影响。青铜器造就了西南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冶铁技术的普及则促进

了文化的统一。何以如此? 首先,铁器不同于青铜器,它从开始出现就是实用的兵

器和工具。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如此,青铜器广泛作为艺术品,而铁器更多的是实用

器,实用铁器本身就不再具有多样性。其次,冶铁术作为一种来源更具单一性的先

进技术传播到各地,所生产的铁器和相伴随的文化元素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在西南

地区,实用铁器逐渐成为中原式器物。汉武帝时期,中央为加强对全国经济的控制

和集权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就包括 “盐铁官营”,将冶铁收归政府管

理,不产铁的郡设铁官管理铁器专卖等。这类官营政策,又加深了技术、产品的

统一。
再进一步看,冶铁业从多方面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统一。铁器广泛用于农业、

手工业、水利、道路工程、军事等,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能力,开通了

区域间的交通路线,加强了各地的往来,对经济、社会、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

了影响。③ 铁器的出现与普及,使中央王朝得以有效开发和治理包括西南在内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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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地区。
第四,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文化、社会的统一性。不同类型的生业是西南地区青

铜文化多样性的原因之一,在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的开发以及铁器普及后,西南地

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得以发展,形成了文化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农

业的发展。在四川地区,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成都平原在宝墩文化时期已有

稻作农业,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在青铜时代的西南夷

地区,也有农耕民族。
在西南,铁器于战国秦汉时期开始用于农业。成都平原战国时期的铁器较少,

秦汉时期的铁器增多,其中就有镰、锸、犁等农具。在川西高原,茂汶、理县、雅

江、宝兴等地的石棺墓出土了铁锸、锄、镰、铚。秦汉时期铁农具对西南地区的农

业发挥的作用还难以估量,但应有一定影响。
从铁农具以外的其他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农业在西南地区的概

况和重要性。在西南的汉式墓中常见一类特别的随葬品,即陶质或石质的水田与陂

池模型,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稻田的设施。另一类重要遗物是汉墓中的画像砖,描绘

有农业生产的场面,包括播种、薅秧、收割、谷物加工等,由此可了解水稻耕作的

主要程序。晋宁石寨山贮贝器的人物形象,表现有 “祈年”“播种”“报祭”“上仓”
场景,反映了祈年与秋收等与农事相关的典礼;还有青铜人物屋宇模型,表现的是

与土地 “孕育”相关的信仰。①
第五,汉字成为统一文化和社会的最为关键和持久的因素。中国成熟的文字系

统出现在商代晚期的殷墟,同一时期其他区域没有产生文字。殷墟的文字由少数统

治者和社会精英掌握,成为统治社会的重要工具,这使得文字主要见于商文化的分

布区,在其他区域,只有从中原流传出去的商式铜器上才有铭文。西南地区直至战

国时期才出现文字。四川荥经、蒲江、青川等地出土的战国铜矛和戈上有 “成都”
铭文,漆器上有汉字 “成”“成亭”,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矛上还有 “廿六年蜀守武

造”。在云贵高原,除 “滇王之印”等汉字印外,大量的文字材料出自晋宁的河泊

所,那里新出土两汉时期的带字简牍2000余件、封泥800余枚,还有带字瓦当。封

泥有 “益州太守章”等各级官印与私印,简牍内容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税

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在贵州安顺宁谷的汉代大型建筑遗址也

出土了 “长乐未央”瓦当和隶书木牍。②
汉字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它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使文明得

以传承和发展。汉字及其书写的思想系统对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同样重要。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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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种文字的同时,自然也就接受了文字承载的知识体系与观念体系。汉字因其

不同于其他文字的重要特性,对于形成文明统一性的作用更为显著。赵汀阳指出,
汉字作为象形文字能够独立于语音存在且易被理解,因而天然地具有普遍的可分享

性,所有族群都能使用,有利于消除种族隔阂和语言限制;而用汉字构筑的精神世

界或知识生产系统也成为中原最具有特殊性而无可替代的优势资源。① 王树人认为,
汉字凝结和传递了汉民族从牧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社会发展的信息,以及与上述社会

生产相应的氏族家长制、尊天为神等伦理、政治、思想的信息,具有深刻的历史性;
同时还认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形象中心主义源于汉字的象形性根基。② 如此,人们

接受汉字,积淀在汉字中的历史就成为共同的历史,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受到共同的

影响。
早期的汉字还强化了书写载体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这一点不仅印证了文字的力

量,而且也说明了文字是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有效手段。商代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

用于占卜,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则与青铜礼器成为一个整体,深化了文字记述的内

容和礼器的含义。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汉字,令人瞩目地集中出现在王印、官印、
封泥或者高等级建筑的瓦当上,这些器物不再是礼器,但却是权力的象征物。汉字

同时出现在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货币上,在盐源还发现了王莽时期带 “永遵”等汉

字的衡器。③ 秦统一了六国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统一后的文字、货币、度量衡

器传入西南,促进、巩固了西南文化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在西南地区,多线索的区域沟通生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并塑造了当地文化包容

的品格,文化的包容性又使随后的文化融合得以实现。秦汉王朝建立后,中原文化

的向心力增强,中央王朝推行的包括郡县制在内的多种管辖和治理方式、冶铁技术、
农业、汉字,在历史根源和文化包容性之外,又分别从制度、技术、经济、思想等

方面促进了一体化。这些关键的要素,突破了地理环境与族群的界限,使西南地区

多元的青铜文化最终融入统一的中原文化中。

〔责任编辑:郭 飞 责任编审: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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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ontheenvironmentandthefeedbackofenvironmentalchangesonitsown
states.Onlywhenthesystemperceivesitselfasanactivenodewithinthecausal
chainandcan,onthisbasis,conductcounterfactualsimulationandintrospection,
doesitacquirethestructuralfoundationforgenuinemachineconsciousness.This
frameworkoffersbothrigorousphilosophicalguidanceandafeasibletechnical
pathway for buil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endowed with genuine
consciousnessandsemanticunderstanding.

ExploringtheEthicalDimensionsofAI-GeneratedArt OuyangYouquan·123·

Artificialintelligence(AI)bringstoartnotonlynew creativetoolsand
transformedartisticformsbutalsopressingchallengestoartisticethics.Theethical
problemofAI-generatedartarisesfromanthropocentrictendenciesintherelationship
betweentechnologyandhumanity.Itstheoreticallogictakesshapeasaphilosophyof
subjectivityexpressedinbothutopianaspirationsattheinstrumentallevelandethical
anxietiesatthevaluelevel.AI,s“anthropomorphic”intelligencecontinually
reinforcesa “pseudo-subjectivity,” generating artistic philosophicalderivatives
characterizedbyethicalconstancy,identityformation,and materialsubstitution.
Thisrisksprecipitatinga“ShipofTheseus”paradoxatthehumanistic-ethicallevel.
Toguardagainstthe“non-humanethics”ofAI-generatedart,wemustestablisha
value-alignedbeliefsystemdefiningtheboundariesofposthumanintelligenceethics.
HumanisticvaluesmustprovidethebasisforlegislatingfutureAI-generatedart,
constructingan“ethicalgreendam”throughbothtechnologicalethicsandvalue
empowerment.Thisframeworkshouldbecomplementedbytechnological,legal,
andmoralsafeguardsto mitigateethicalrisksandendow AI-generatedartwith
ethicalvalue.OnlyinthiswaycantheartproducedbyAI,s“technologicalRubik,s
Cube”remainaspiritualhavenwherehumanitymaydwellpoetically.

TheDiversityandIntegrationofBronzeCulturesinSouthwestChina
ShiJinsong·145·

ThebronzeculturesofSouthwestChinatogetherformedadistinctivecultural
unitwithintheChineseBronzeAge.Thisunitencompassedthreeculturalzones:the
SichuanBasin,the WesternSichuanPlateau,andtheYunnan-GuizhouPlateau.
Whiletheseregionssharedcertainfeatures,theirculturalandsocialdevelopment
processesalsodifferedconsiderably.ThediversityofSouthwestbronzecultureswas
shapedbyacomplexinterplay offactors:varied geographica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thecoexistenceofmultipleethnicgroups,multi-layeredchannelsof
regionalinteraction,and divergent choices and techniquesin bronze-making
technologies.Afterreachingtheirrespectivepeaks,thelocalbronzecultures
graduallybegantomergewiththecultureoftheCentralPlains.Severalkeyfactors
propelledtheintegrationoftheregion,scomplexanddiversebronzecultur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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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uringcentripetalpullgeneratedbythe“double-petaledflower”structureof
prehistoricChineseculture;themultiplestrategiesofdevelopmentandgovernance
implementedbytheQinandHandynastiesinthesouthwest;thespreadofirontools
and smelting technologies;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ies;and the
introductionanduseofChinesewriting.

The“Dual-TrackFiscalSystem”intheQingDynastyandStateFiscalCapacity:An
AnalysisfromthePerspectiveofCredibleCommitment

HaoYuandLiuZhengcheng·163·

Inter-governmentfiscalarrangementsintheQingdynastywerecharacterizedby
a“dual-trackfiscalsystem”inwhichaformalsystemwithacentralbudgetoflegal
revenuesandexpensescoexistedwithaninformal,decentralizedlocalfiscalsystem
financedbymiscellaneousextra-legaltaxes.Fromthestandpointofdynamicgame
theory,thisarrangementreflectedthecentralgovernment,sinabilitytocredibly
commitnottoinfringeupontheformalfiscalpowersofsubordinategovernments,
producingan“institutionalequilibrium”inthegamebetweencentralandlocal
authorities.Overthelongterm,reformsthatsoughttoestablishformal,on-budget
fiscaldecentralizationinvariablyfailed,revertingtothedual-trackequilibrium.This
structureimpededtheexpansionoftheQingstate,sfiscalcapacityandhinderedthe
modernizationofitsfiscalandfinancialinstitutions.A systematicanalysisof
intergovernmentalfiscalrelationsandtheirunderlyinggamemechanismsbasedon
economictheoriesprovidesanew analyticalframeworkforunderstandingthe
evolutionoffiscalinstitutionsinChinesehistory.

The“Neo-Colonialist”DiscursiveEssenceoftheUSOpenDoorPolicy
MaJianbiaoandXuGao·185·

Attheturnofthetwentiethcentury,USforeignpolicystrategicallyshiftedfrom
“continentalexpansion”to“overseasexpansion.”Facingarelativelydisadvantaged
positioninEastAsia,theUSabandonedtheEuropeanmodelofterritorialpartition
andinsteadpursueda“neo-colonial”strategycenteredonpoliticalcontrol,economic
exploitation,andculturalpenetration.Whilepubliclyproclaimingthebannersof
“preservingChina”and“equalopportunity,”the USconcealeditsambitionto
monopolizeChina,svastfuturemarket.ByframingtheOpenDoorPolicyasa
“progressive”schemeinoppositiontoterritorialannexation,itsoughttogain
undeservedpraiseandbroadinternationalsupport.Inessence,theOpenDoorPolicy
constitutedatypical“neo-colonial”discourse:itskillfullyexploitedtheinternational-
legalrhetoricof“anti-colonialism”toserve Americaneconomicexpansionand
regionaldominance.

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ઉ
·802·

中国社会科学 2025年第9期


